
市场星报电子版www.scxb.com.cn
安徽财经网www.ahcaijing.com

2023年5月23日 星期二
编辑/江 锐 组版/李 静 校对/刘 洁史海钩沉14

扫
一
扫

扫
一
扫
更
精
彩

更
精
彩

冒生命危险赴前线报道A
1910年，贝尔登出生在美国纽约，1931年大

学毕业后当了海员，1933年从香港上岸，开始了

第一段9年之久的在华历程。他先来到北平一

边学习中文，一边从事外语教师、报社记者等工

作，开始接触中国社会、了解中国风土人情，他同

情劳苦大众，关心他们的生活。1935年底，贝尔

登目睹了“一二·九”运动抗日游行，被学生们的

爱国精神所感动。

1937年7月，贝尔登被美国合众社聘为战地

记者，和美联社记者霍尔多·汉森一起前往卢沟桥

前线采访，了解到中国军人虽然装备落后，但有着

顽强的抗日决心。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贝

尔登到过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

战四大会战的前线，采写了关于平型关大捷、台儿

庄大捷等战役的报道。在关于太原会战的报道

中，他称赞八路军“善战”，展示了游击战的威力。

1938年10月，武汉被占领，贝尔登目睹了日军

惨无人道的暴行，写下了《武汉劫灰录》一文发表。

1941年秋，日军在宜昌大规模使用毒气，使中

国军民1600多人受伤，其中600人死亡。贝尔登

被派去采访，又写了报道在《时代周刊》上发表，又

应邀在重庆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向世界展示中

国军民受害的惨状，揭露日军的无耻罪行。

在辗转南北的采访过程中，贝尔登多次遇

险，炸弹碎片曾在他头上飞过，幸而大难不死。

他不辞辛苦、不惧危险地奔波于各大战场前线，

以笔为武器揭露和打击日本侵略者，被誉为“中

国战场最优秀的战地记者”。

梁启超既广闻博学，又善于助人。他有“世界第

一之博学家”的美誉。梁实秋曾叹道：“像先生（梁启

超）这样，有学问，有文采，又热心肠的学者，求之当世

能有几人？”这里所说的“热心肠”，赞叹的就是梁启超

乐于助人。

1925年，周传儒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清华大学研究

院，成为梁启超的学生。周传儒虽然有令人羡慕的成

绩，但因家境穷困，时时陷入窘迫之中。

一次，梁启超与几个学生谈心，了解同学们的情

况。一个学生说：“周传儒用课余时间给一所中学代

课。他家很穷，他除了挣自己所需的费用外，还要接济

家中弟妹的读书费用，确实不易。”

梁启超若有所思，他把这个叫周传儒学生的事放在

了心上。

一天下课后，梁启超叫住了正要离开的周传儒，

问道：“你能不能去松坡图书馆帮忙编制目录？我看

你平日整理的课堂笔记很好，你一定能胜任这项工

作，所以请你帮这个忙。”周传儒听后一脸欣喜，点头

答应了。

梁启超明明是在帮助周传儒，但只字不提帮助，反

而说请周传儒帮助自己，因为当时梁启超也是松坡图书

馆的馆长。梁启超就这样用心维护着周传儒的自尊

心。一个月后，梁启超付给周传儒50银圆的报酬，并赞

道：“你整理得非常好，图书馆需要你这样的人长期整理

目录，每月50银圆，你愿意继续做吗？”周传儒受宠若惊，

满心欢喜地答应了。

因为图书馆给的报酬很高，又方便自己学习，周传

儒再不用去中学代课了，他实现了“财务自由”，可以安

心地学习，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开始周传儒在商务印书馆当编辑，梁启超觉得他收

入不多，生活困难，于是托同学暨南大学校长郑洪年，让

周传儒在暨南大学当上了副教授，一年后升为教授。后

来，周传儒在学术上取得骄人的成就，成为著名历史学

家。人们给予周传儒种种赞誉，周传儒感慨道：是梁先

生成就了自己。

类似这样给予学生帮助的事还有许多，梁启超的用

心帮助，既保全了家境贫困学生的自尊，又帮助他们摆

脱了困境。

张雨 据《人民政协报》

杰克·贝尔登（Jack Belden）是一位有着传奇经历的美国记者，他于1933年至 1942年、1946年至

1949年两次来华，长达12年之久，深入抗日前线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进行采访报道，发表了大量反

映日军残暴侵略行为和中国军民英勇抵抗的新闻报道，留下了一部与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相媲美的

著作——《中国震撼世界》，以观察者角度客观回答了“中国革命为何能取得成功”。

吴耀明

梁启超用心助人

贝尔登：写出《中国震撼世界》的美国记者

在北平期间，贝尔登就认识了斯诺、爱泼斯坦等同

情中国人民的外国记者，开始通过他们了解中国共产

党；在武汉期间，贝尔登又结识了史沫特莱，还见到了周

恩来，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38年 1月，当白求

恩、琼·尤恩从香港来武汉时，贝尔登和史沫特莱一起为

他们接机并愉快地喝茶交谈。

1938年11月，贝尔登作为唯一的外国记者参加上海

民众慰劳团，前往安徽泾县新四军总部。在途中，他被

投奔新四军的青年们感动，不禁感叹：“这是什么力量吸

引青年自愿奔赴艰苦的敌后游击区，冒着生命的危险去

战斗啊！这真是了不起的巨大革命力量，有了他们，中

国一定有希望。”在云岭，他采访了叶挺、项英等新四军

领导人。叶挺与其交谈时指出，“新四军和八路军的存

在是由于共产党在我们民族革命、北伐以及现今的抗日

战争中间积极参加，以及牺牲的结果。共产党在这些军

队里起着意识力的作用。”项英对他说，“新四军面临着

人力、客观上种种限制，能不顾一切阻碍，一切极其困苦

条件和限制，是凭着真正革命的牺牲精神。”新四军指战

员的革命信仰、广大军民的抗日热情，给贝尔登留下了

深刻印象，令他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刮目

相看。

新四军武器落后、装备奇缺、物资匮乏、条件艰苦，

但他们始终以苦为乐、士气高昂，是什么能让这支队伍

打败装备先进的日军呢？经过观察，贝尔登指出，新四

军与其他军队最大不同之处在于“政治制度是这支军队

的生命线”，部队每个连都有政治指导员，他们都是共产

党员，担任最危险的职务、执行最勇敢的战斗，作战时最

先冲锋、最后退却。他记载了这样的场面：“政治指导员

拔出毛瑟枪喊道：‘跟我来！’全速冲在前头，战士们紧随

其后……”正是这种冲锋在前、牺牲在前的精神极大地

提升了部队战斗力。

新四军以严明军纪作为行动准则。贝尔登观察发

现，“战士在离开的时候，把门板装好，把一切弄得非常

妥帖；军队居住的地方，能像新四军这样干净的，还没有

见过；他们跟老百姓说话时，是那样温和”。他把新四军

的“三大纪律、六项要求和十项注意”翻译成了英文向外

界传播，展示了铁的纪律是这支铁军的胜利之本。

贝尔登关于新四军的十余篇报道在《大美晚报》

上连载，1939 年结集为单行本《新四军》出版，在书中

他称赞新四军是抗日的模范，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死

敌，是中国未来的希望。1941 年皖南事变发生后，贝

尔登在国民党国际宣传处游行示威，表达了对国民党

反共罪行的抗议和对新四军坚持抗战的敬意；又将

《新四军》编入《成为时局中心的新四军》一书中出版，

用铁的事实回击国民党对新四军的污蔑、揭露其制造

分裂的阴谋。

1942年至1945年，贝尔登被派往缅甸、北非和欧洲

战场采访。1946年底，又第二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深入

华北、华东等解放区，广泛调查政治、经济、军事、教育、

文化、金融、宗教、卫生等方面社会情况。他采访了刘伯

承等共产党领导，国民党起义将领高树勋、著名作家赵

树理以及各阶层代表。1949年回美国后，以采访经历写

成了代表作《中国震撼世界》出版。

贝尔登在这部书中深刻揭示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奥

秘，“共产党获得了中国人民的好感，因而能够夺取政权

……共产党是靠踏踏实实争取人心，而不是靠任何夸夸

其谈的政治哲学获得胜利的”“共产党比国民党更有效地

赢得了人心，因此在中国获得了胜利……他们毫不利己，

专门利人，富有理想，赤诚爱国，很得人心”“共产党如果

没有人民的全心全意拥护，就绝不可能推翻蒋介石”。这

些论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成功是历史的选择、

人民的选择。

《中国震撼世界》最早的中译本是1950年在香港《新

晚报》上连载，1952 年结集出版的，译者是查良镛（金

庸）。1970年，毛泽东会见斯诺时指出，《中国震撼世界》

是可以和《西行漫记》相比的。1971年，贝尔登应邀来华

访问，周恩来总理曾两次接见他，1972年2月19日，还出

席了在北京举行的斯诺先生追悼会。1989年6月，贝尔

登在法国巴黎去世，走完了79年传奇的一生。他为让世

界更加深刻了解中国、理解中国革命作出的贡献值得我

们永远铭记。

据《学习时报》

见证中国革命的胜利C

让更多人了解新四军B


